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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调查的历次结果足以表明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不

仅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呈越来越低的态势。与此相伴，关于实际生育水平到底有多
高的争论持续了 20多年。认为实际生育水平远没有调查结果那么低的惯性思维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而且认为低生育水平只是出于出生瞒报漏报，人口调查的出生漏报率高达

30%以上。因此，利用间接估计法来“证明”生育调查与统计失真，并提出过高的出生人口
数量和生育水平估计。然而，间接估计法是在相关调查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做法，
滥用间接估计法，使生育研究长期陷入一个统计怪圈（郭志刚，2008、2010a），即“见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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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又一次刷新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
录。虽然二孩、多孩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但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更大而
导致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文章分析发现，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全面性的，在
城镇与农村、流动与非流动各类别均普遍存在，而且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
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也是 20
多年来中国低生育进程的特征。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导致二孩生育占比相
对提高，因而，近年二孩出生人口比重提高既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效应，也

受一孩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提高一孩生育水平极为重要，否则
政策调整只能短期增加二孩出生人口数量，之后总体生育水平还会下降。实际
上，尽管已经调整了生育政策，但低生育水平依然持续。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
主管部门和整个社会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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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统计→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
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来，尽管人口调查数据会有一些缺陷，但仍然是人口研

究的基础，也是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依据。否定调查结果，将会导致思想认识
长期与实际严重脱节。比如，中国总人口发展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结果，几个 5年人口
规划大幅落空，而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双双明显超出预期。这种误判既集中反
映在严重高估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上，也集中反映出简单否定人口调查结果、偏重
间接估计对人口实践的危害。
2013年 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此后 1年多的实践结

果表明，主流“预期”的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回升并未出现。于是，2015年 10月底，十八届
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5年 11月 1日进行了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该调查提供了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和生育水平方面的大批新数据，有助于推进对低生育

水平的认识。但是，与以往人口普查和调查一样，这次调查结果公布不久，便有主流渠道
公开否定调查结果，主管部门另搞一套间接估计作为权威指导口径，使统计怪圈再次进

入新的轮回。长期人口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以往对实际生育水平迷茫并不是
出自人口调查不实的误导，而是由于人口调查结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数据没有得到

应有的分析与开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比较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以往人口调查数据，

揭示中国生育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人群、哪些地方，这些变
化背后的原因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低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

趋势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以来人口调查反映出的一些主
要规律进行归纳分析，并结合这些规律对当前一些情况加以讨论。

二、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水平分析

根据对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进行的多角度的分析，可以将近期生育

水平及变化动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体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表 1提供了全国育龄妇女在 2014年 11月 1日至 2015年 10月 31日的孩次别总和

生育率（TFR），还提供了以往

人口普查公布的相应统计数，

以供比较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

势与变化幅度。
通过对表 1 中生育率统计

的比较和分析可得到以下结

表 1 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孩 次

1 2 3+ 合计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0.556 0.416 0.075 1.047

2010年六普 0.728 0.381 0.079 1.188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0.891 0.384 0.063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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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城乡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孩 次

1 2 3+ 合计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市 +镇 0.523 0.348 0.044 0.914

县 0.607 0.530 0.129 1.265

2010年人口普查

市 +镇 0.686 0.257 0.037 0.979

县 0.771 0.542 0.131 1.444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市 +镇 0.797 0.221 0.023 1.042

县 0.990 0.560 0.104 1.654

地区类型

论：（1）2005～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从 1.338 下降到 1.188 后，2015 年总和生育率进
一步下降到 1.047，又一次刷新全国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2）近 5年总和生育率的下
降突出表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2010年全国一孩总和生育率从 2005年的 0.891
降到 0.728，5 年的降幅为 0.163；而 2015 年则继续降至 0.556 的新低，这 5 年的降幅达

0.172。（3）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实施一年半后，而该调整
的实际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二孩生育上。与 2010年六普相比，二孩总和生育率从 0.381
提高到 0.416，虽然有所提高，但升幅不大，仅为 0.035，大约相当于同期一孩总和生育

率降幅的 1/5。这也证明，中央进一步推出“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4）多孩总和生育率与以往大体持平，维持在 0.075的低水平。
简言之，以上全国口径的比较分析表明，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水平

再创新低的主要原因是一孩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显示，虽然“单独两孩”政策
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确保生育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即使一时出现
二孩生育显著增加，也并不代表低生育水平得到有效缓解，更不代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

化的趋势得到改变。
（二）城乡总和生育率双双下降，均出于一孩生育下降

表 2提供了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和以往普查的全国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其中

城镇统计为调查的市和镇两种口径加总，乡或后面所说的农村就是调查的县口径。中国
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加上以往计划生育分类指导，城乡政策生育要求不同，因此

生育水平也一直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与 2010年相比，2015年城乡总和生育率双
双下降，并且主要是出于一孩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城镇总和生育率从 2010年的 0.979下
降到 0.914，降幅为 0.065。而城镇一孩总和生育率从 2010年的 0.686下降到 0.523，降
幅达 0.163。相比之下，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远远超过总体总和生育率的降幅。县的情况
也同样，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幅为 0.164，虽然并未超过总和生育率的降幅（0.179），但也占

其 91.6%。因此，2015年农
村的一孩总和生育率也达

到 0.607的极低水平。
在二孩总和生育率上，

城镇略有提高，农村则略

有下降。这反映出“单独两
孩”调整的效果主要体
现在城镇。多孩总和生育
率城镇为 0.044，比以往极

低水平略有上升；农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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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在以往相对较高水平略微下降。总的来看，城乡多孩生育水平已经稳定在很低
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村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接近城镇，农村二孩总和生育
率没有回升，多孩总和生育率也相对稳定，因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010 年的 1.444 下

降到 2015年的 1.265，下降幅度（0.179）明显超过了城镇（0.065）。因此，在 2015年全国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中，农村生育水平的下降尤为引人瞩目。
（三）流动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极低

当前流动人口总数巨大，且大多为壮年的劳动力，他们正处于婚育高峰期。因此，流动
妇女的生育水平对全国生育水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现有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分析
结果已经表明（郭志刚，2010b、2013），其整体生育水平非常低，并明显低于非流动妇女。
表 3提供了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和以往普查的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再次显示，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0.896，明显低于非流动

妇女的1.115。二者之间相差 0.219，比 2010年二者的差距（0.063）明显扩大。2015年流
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数值首次下降到 1.0以下，表明在全国过低的生育水平中，流动妇

女的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与前面的分析类似，无论是从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的降低角
度，还是从流动与非流动两类妇女总和生育率差异角度，都可以看出 2010～2015年
流动妇女一孩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0.248）是主要原因，它导致 2015 年流动妇女的一

孩总和生育率降至 0.522，甚至比非流动妇女的一孩总和生育率（0.568）还低。
从表 3可以看出，2015 年两类妇女的二孩生育水平均略有上升，非流动妇女上升

稍多一点，但提高幅度不大。2015 年的多孩总和生育率，非流动妇女比 2010 年略有上
升，流动妇女则比 2010年略有下降，但变化幅度很小。所以，二孩和多孩总和生育率的
变化对两个流动类别的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均可忽略不计。
总之，2015年流动妇女各孩次的生育水平均全面低于非流动妇女。这表明，人口流

动是生育水平不可忽视

的抑制因素。从整体看，
流动妇女不仅不是所谓

的“超生游击队”，反而是
低生育水平的“排头兵”。
实际上，流动妇女在婚育

方面的困难更多，工作生

活压力更大，因此，提高

流动妇女生育水平也更

难，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城

镇化的发展而加重。 注：根据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的再抽样样本计算。

表 3 2015 年全国育龄妇女按流动状况划分的总和生育率

孩 次

1 2 3+ 合计

非流动妇女 0.718 0.400 0.089 1.206

非流动妇女 0.964 0.400 0.064 1.427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流动妇女 0.522 0.327 0.046 0.896

非流动妇女 0.568 0.457 0.091 1.115

2010年六普

流动妇女 0.770 0.316 0.058 1.143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流动妇女 0.838 0.262 0.037 1.137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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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龄递进生育率方法严格控制了各孩次生育的风险人群，因而未婚妇女仅限于影响一孩递进生育
率，不会影响到二孩或多孩的递进生育率。然而，一孩递进的风险人群中也并未区别未婚与已婚的
差别，自然不能控制未婚情况的影响。

综合以上对 2015年生育水平几个不同侧面的分析，便能得出低生育水平还在继续

深化的结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习惯性地将此视为一件好事，以为人口数量控制又减轻
了一些压力，而是应该认识到，当前最主要的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人口数量失控，而是

生育水平过低，若不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就难以扭转人口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态势。

三、育龄妇女晚婚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生育年龄的推迟、胎儿性别选择性
流产、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的转变等，都是当代
中国社会中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已有初步的量化分析，另一些
因素的影响尚未开展量化分析，甚至有些影响因素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一）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

孩次别生育年龄不断提高存在持续的时期进度效应，这个晚育因素会降低时期生

育率水平。由于结婚与生育存在密切联系，晚婚会导致晚育，以往人口分析忽略了二者
之间的差别。虽然晚婚和晚育确实有密切联系，并会影响生育水平，但测量晚婚的影响
与测量晚育的影响其实是不同的。
测量晚育影响旨在揭示生育的年龄模式变化，其重要指标是分析时期平均生育年

龄的变化幅度。在统计操作中，平均生育年龄只是对统计年份中有生育的妇女年龄加以
汇总，完全不涉及那些未生育的妇女。即使以年龄别生育率来代替有生育妇女人数进行
年龄加权，会涉及该年未生育妇女，但没有直接反映其婚姻状况的影响。用年龄别生育
率加权计算平均生育年龄，主要是因为年龄别生育率已经是标准化相对数，有助于克服

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但其本质上还是侧重反映晚育的影响，并未反映妇女晚婚的

影响。这种统计方法不关注本年龄组妇女是否已婚，只关注本年有生育妇女的年龄。
这就使研究者很容易忽略二者之间的差别，以为该方法估计的晚育影响同时也代表晚

婚的影响。
一般而言，人口统计中的已婚是指事实婚姻，未婚妇女则不存在生育可能性。如果

我们明确锁定未婚妇女不存在生育可能性这个关键，便可以直接测量分析育龄妇女未

婚比例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育龄妇女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晚婚规模越来越大。这个

变化意味着这部分未婚育龄妇女虽然是总和生育率的分母，但并不会产生各孩次的出

生人口数量。常规总和生育率虽然可以分孩次计算，但并不具有递进生育率的性质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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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整计算公式为：5fx*＝5fx×M2010 / M2015。该方法同样适用于调整一孩生育率 5f1x*。

表 4 2015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的影响

年龄组 已婚比例（M） 2015年生育率 调整生育率 依假设的变化率

（岁） 2010年 2015年 5fx 5f1x 5fx* 5f1x* fx变化 f1x变化

15～19 2.1 2.4 0.009 0.008 0.008 0.007 87.0 87.0

20～24 32.5 25.6 0.055 0.040 0.070 0.051 126.7 126.7

25～29 78.4 73.3 0.074 0.042 0.080 0.044 107.0 107.0

30～34 94.7 93.0 0.045 0.015 0.046 0.015 101.9 101.9

35～39 98.2 97.9 0.019 0.005 0.019 0.005 100.4 100.4

40～44 99.2 99.0 0.005 0.002 0.005 0.002 100.2 100.2

45～49 99.6 99.5 0.003 0.001 0.003 0.001 100.0 100.0

合 计 73.0 74.5 1.054 0.562 1.152 0.627 109.3 111.5

为其分母都是各年龄组所有育龄妇女。尽管未婚育龄妇女的规模对一孩生育率的影响
最大，但她们也同样是其他孩次总和生育率分母中的一部分，因而在计算时自然也会

影响其他孩次的总和生育率统计。只要未婚妇女比例加大，便会无形中降低所有孩次
的总和生育率。所以，在应用常规年龄别孩次总和生育率时，育龄妇女中未婚比例提高
的作用不容小视。
（二）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对 2015年生育率的影响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采用 2010年六普和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样本统计

结果。在两次调查之间的 5年中，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的变化可以概括为，除 15～
19岁未婚比例略有下降外，其他年龄组未婚比例均有所提高。比如，20～24岁组未婚比
例从 67.5%提高为 74.4%，25～29 岁组未婚比例从 21.6%提高为 26.7%，升幅分别为
6.9和 5.1个百分点。这两个未婚比例升幅明显的年龄组都处于妇女生育高峰期，因此
这样的未婚比例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本文借用分解未婚比例对总和生育率影响的方法（郭志刚，2009）来匡算这 5

年未婚比例提高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大影响。本文假定 2015年时各年龄组育龄妇女
保持与 2010年同样的较低未婚比例，则总和生育率可视为对未婚比例标准化的调整总

和生育率。也就是说，假定在 2015年时仅已婚妇女才有生育且保持她们在 2015年已婚
生育水平不变，因此年龄别生育率的分子是不变的。然后，对原来的生育率分母进行相
应调整。先按 2015年已婚比例（1- 未婚比例）将分母中的实际已婚人数剥离出来，再按
2010年时较高已婚比例为 2015年实际已婚人数配上相应较少的未婚人数。也就是相应
缩小生育率分母后，看生育率会有多大变化。在实际计算中，将未婚比例折算为已婚比
例使用更为方便。
表 4 给出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 2015 年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维持在 2010年

水平不变（均使用分析样本计算），2015 年公布的按 5 岁组汇总的总和生育率将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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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 1.054按假设调整为 1.152，提高 9.3%。同理，2015年实际一孩总和生育率 0.562

能按假设而提高到 0.627，提高 11.5%。可见，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之所以非常低，除已

婚生育水平和平均生育年龄推迟及其他抑制因素外，未婚比例提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影响因素。

鉴于本文在更详细的分类生育率分析中发现，农村流动妇女这一交互类别的总和

生育率在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中最高（1.561），同时该类妇女未婚比例最低。笔者

用上述方法匡算了该类妇女由于前 5年未婚比例提高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匡算结果

显示，对于生育水平较高的类别而言，未婚比例的变化对其生育水平的影响更大。控制该

类妇女未婚比例在近 5 年中的变化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从 1.589 能够调整到 1.828，

差额为 0.239，提高了 15%。

综上所述，育龄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是促使中国生育水平走低的重要因素，其作

用的大小与生育水平本身的高低有关，生育水平越高时其作用越明显。而在此之前，对

中国低生育率的统计分析中却忽视了其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调查中育龄妇女婚姻状

况并不是计划生育所敏感的信息，育龄妇女一般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实际婚姻状况，从

已有文献中也未发现婚姻状况信息造假的情况。因此，这个变量反映出发展变化中的社

会现实，它对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完全可以根据调查数据来分析。

四、对中国以往低生育率进程的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再创总和生育率新低的主要原因是一孩

生育水平下降。无论是居住在城镇还是居住在乡村的育龄妇女，也无论是处于流动状

态的育龄妇女还是处于非流动状态的育龄妇女，与 2010 年的相应水平相比，一孩总

和生育率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一低生育水平的新发展与多种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密

切相关，其中初婚年龄的推迟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生育数

据分析所揭示的这两点极为重要，对理解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和当前人口总体形势有着

极为重要的启示。从更宽广的视野看，这两个特征并不仅仅是这次 1%人口抽样调查前

5年的特殊情况，而是中国自跨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的一般性趋势。

（一）中国低生育水平发展的主要特点

图 1提供了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来历年总和生育率及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

变化曲线。图 1中的各条总和生育率曲线存在明显的波折。这些波折之处，同其他方面

的人口统计类似，多处是进行人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由于人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调查的调查覆盖面及组织管理和群众动员等方面不同于一般年份的人口

变动抽样调查，所以，每逢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往往低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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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 1990 年以来的年龄别妇女未婚比例

图 1 中国 1990 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 1%人口

抽样调查和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

数据计算。

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

般年份的人口变动调查结果。
即使存在波动，仍然可以看出图 1 中的总和生育率曲线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而

且主要体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2000年之前一孩总和生育率高于 1.0的年份很
多，2000 年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少，2008 年以后一孩总和生育率发生了极为明显的下

降，2015年已低于 0.6。由此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或波动与一孩总和生育率的
下降或波动交相呼应。
图 1 显示，二孩和多孩总和生育率曲线相对稳定，波动较少且波动幅度较小，趋势

性变化不太明显，大致分别维持在 0.4 和 0.1 以下。二孩总和生育率曲线在前一段处
于略微下降，而 2000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均为略微回升的趋势。前文对总和生育率的
变动分析是相对于 2010 年六普结果而言，得出二孩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但幅度不

大的结论。而从更多年份的动态变化则可以看出，若与 2014年相比，二孩总和生育率甚
至略有下降。至于多孩总和生育率曲线，则是前一段处于明显下降，之后除个别年份波
动外，总和生育率一直稳定在 0.07 左右的极低水平。
简言之，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

后，除了前几年二孩和多孩生育水平下

降对总和生育率下降略有贡献外，之后

二孩总和生育率其实一直缓缓提升，

而多孩生育率基本稳定在极低的水平。
（二）一孩总和生育率走低受女性

未婚比例提高影响较大

中国女性未婚比例不断提高是一

孩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图
2 提供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次人

口调查提供的女性年龄别未婚比例的

变化曲线。从图 2可以看出，在过去 20
多年中，只有 15～19 岁低龄组妇女的
未婚比例略有下降，但整个时期的平

均未婚比例高达 97.8%。如前所述，未
婚比例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与生育水

平高低密切关联，低龄组妇女生育水

平很低，所以未婚比例变化的影响较

小。图 2显示，其他所有年龄组的女性
未婚比例曲线均有明显上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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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 199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与
出生数的孩次别占比

20～24 岁组和 25～29 岁组，正处于女性生育高峰期，图 2 中这两个年龄组的女性

未婚比例提高均十分明显。比如，20～24岁组和 25～29 岁组的未婚比例分别从 1994
年的 48.2%和 5.7%提高到 2015年的 74.5%和 26.9%，升幅分别高达 26.3 个百分点和

21.2个百分点。因此，这两个年龄组未婚比例提高对降低总和生育率，尤其是降低一
孩总和生育率的作用自然会十分显著。中国 30岁以上女性未婚比例已经很低，但图

2 中 30～ 34 岁、35～39 岁的未婚比例仍然呈现出缓缓升高的趋势，相应的升幅分别
为 6.1个百分点和 1.9个百分点。

用表 4 同样的方法匡算这段时期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对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影

响。结果显示，如果用 1994 年较低的未婚比例对 2015 年的总和生育率（1.054）进行标

准化，那么，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为 1.459，比原来提高 38.4%。而对 2015年的一孩总和
生育率（0.562）进行标准化后，调整结果上升为 0.833，比原来提高 48.1%。反过来也可

以匡算，如果 1994 年育龄妇女的未婚比例与 2015 年相同，其总和生育率会有什么变

化。本来 1994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602，一孩总和生育率为 0.976，标准化匡算结果分别

为 1.099和 0.609，分别降为原水平的 68.6%和 62.5%。可见这 20年来育龄妇女未婚比
例的提高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较大。然而，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忽略，总是将人口调

查的极低生育水平归于严重的出生漏报。所以，在有关低生育水平研究中，若是把主要
关注的方向搞错了，便会南辕北辙，陷入思想认识桎梏而难以自拔。

（三）一孩生育率走低自然会导致二孩生育率占比提高

生育政策调整以来，二孩出生占比提高，但这个指标只是相对占比，其提高既可能

是由于二孩出生人口数量的提高，也可能是出于一孩和多孩出生数的降低。同时，出生

人口数量这个指标并没有控制育龄妇女人数及其年龄结构的影响，所以人口学分析

更愿意使用总和生育率及孩次别总和生育率指标。

图 3提供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

次人口调查提供的总和生育率与出生数

中各孩次占比的变化曲线。从图 3中可
以看出，这两类指标的对应孩次占

比的水平虽然略有差别，但其动态变

化大体一致。下面本文着重分析总和

生育率的孩次占比的情况。从图 3 还
可以看出，二孩总和生育率（抑或二孩

出生人口）的占比在2002年以后一直处

于上升趋势，并且与一孩总和生育率（抑

10

C M Y K



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

或一孩出生人口）的占比下降相对应。结合图 1对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展示与分析，才

能发现二孩占比这种上升趋势主要是一孩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造成的，而二孩总和生

育率并未显著提高。实际上，只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年才受到“单独两孩”政策调整的

影响。
简言之，要想真正理解各孩次别总和生育率占比抑或出生孩次占比的变化，不能

脱离各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水平，因为这种孩次别总和生育率占比只能反映各

孩次指标之间的相对水平，不能反映各孩次生育指标的真实水平。生育政策调整之

后，政府主管部门只强调二孩出生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但既不说十多年来二孩占比一

直在提高，也不说其提高的主要原因，还回避了能真正表达生育水平的二孩总和生育

率，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误导上上下下以为二孩生育水平真的有了大幅提高，误解政策

调整对提升二孩生育水平的实际效果很大。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揭示的情况

却与此相反，二孩生育水平的提高幅度其实远低于一孩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因此，这

种滥用占比指标的解读不仅会造成人们对政策调整实际效果的错误理解，而且会导致

人们疏忽了中国生育水平还在继续走低的整体趋势。
（四）从长远看提高一孩总和生育率对缓解生育水平过低极为重要

上述对低生育阶段的大量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生育水平一再走低的主

要原因是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无论是“单独两孩”的政策调整还是“全面两孩”

的政策调整，均是为了放松以往过严的二孩生育政策，使二孩生育水平得以提高。但是，
这一政策并不能提高一孩总和生育率。当前由于历史原因还有大量的一孩育龄妇女，因
此，政策调整后短期内会出现二孩出生人口数量和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提高的效果。然

而，生育是严格的递进事件，从未生过一孩的妇女自然不会生育二孩，所以，从长远看，

一孩生育水平若不能提高，以后的二孩生育水平自然也会下降。此外，人口调查生育数

据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仅是以往二孩控制过严的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是出于一孩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实际上，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期间也只是

对早婚早育有所限制，但从未对一孩生育进行严格控制。那么，为什么中国多年来历次
人口调查中一孩总和生育率会不断走低呢？这个问题已经不能用生育政策限制来解释

了。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受其他社会经济人口等更多深层因素的制约，二孩和
多孩生育水平也不会只受生育政策限制，其背后必然也受这些深层因素的制约。

（五）其他有关情况的讨论

20 多年来，人口调查数据展示出中国的生育水平不断走低，其原因被简单归结于

调查中的出生漏报，调查数据本身遭到质疑和否定，寻求各种间接估计来调高出生人口

数量和总和生育率，而这些间接估计根本不考虑人口城镇化、教育水平提高、晚婚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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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2017年 2月 28日。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网站（http：//www.gxhfpc.gov.cn/zxft/2017/0124/36049.html），2017 年 1 月
24 日。

等实际情况的变化，其结果是否定中国低生育水平问题的严重性。以往年份统计公报公
布的出生人口数量和主管部门权威口径的生育水平都不过是一种估计，而且未能经受

住实践检验。多年来，人口调查数据一直被指责存在出生漏报，但从未被真正查实过。
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原因只能通过认真开展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来探索，而以漏

报问题为借口，将原始数据抛在一边，仅凭少数粗糙汇总数字的间接估计，只能加重这

方面的迷茫，不利于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正确认识。
尽管人口调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调查为我们认识客观现实社会提供了一个

较为完整的数据体系，它不仅提供当前生育水平的信息，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社会变

化的信息，是理解中国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其发展会
同时反映在诸多侧面，不同方面之间是联动变化的，某些方面的变化具有因果关系或稳

定的相关关系，逐步探索内在规律，是认识客观实际的必由之路。而间接估计则往往只
依据极少的几个统计数或登记数，实际上已经与更丰富的具体联系相割裂，依据它们虽

然可以进行一些估计，但依赖众多简单假定，无法再现和分辨更具体的实际联系。这
些简单估计只能服务于判定有漏报，却不能探查哪里有漏报及漏报的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人口调查数据结果大致归纳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发展进程，分

析中揭示的这些现象也为查实人口数据出生漏报提供了线索。比如，当前低生育水平与
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及一孩生育率下降相关，可以加强育龄妇女的婚姻和生育状况

申报真实性的审核或复查，还要注意调查是否遗漏了大批调查前一年有生育的妇女，尤

其是一孩妇女。这些都是可以核查的。但晚婚晚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孩生育也不
是政策限制的重点，断定它能导致 30%的出生漏报有些不可思议。
中国低生育进程特征的上述归纳为理解和研判某些权威发布的统计数据提供了

一种手段。比如，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①，全年出生人口为 1 786
万人。而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宣称②，根据
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 1 846万人，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比重超过

了 45%。这显然是发言人的口误，因为他说这个比重比 2013年以前提高了十几个百分
点，而比较的参照却是 2013 年以前基本稳定在 30%左右的二孩出生人口的比重，即这

个 45%仅是二孩比重。
理解这两个官方公布出生数的重点是以此可匡算出 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8。图 3表明，二孩出生人口比重与二孩总和生育率比重大体吻合，于是只要再假定多

12

C M Y K



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

孩比重保持 7%不变，便可进一步匡算出这两个出生数对应的二孩总和生育率均高

于0.8。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匡算出其对应的一孩总和生育率也在 0.85以上。既然该发
言人说人口出生数量的提高主要是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二孩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那

么生育政策调整如何影响一孩出生水平同时提高？就算接受人口调查的生育水平严重

有误，且一孩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这么高的水平，那么，调查数据所揭示的年轻一代

育龄妇女的未婚比例不断提高也是虚假统计？婚姻状况并不是很敏感的调查项目，以往

生育政策也从未将一孩生育作为控制重点。总之，用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或估计数来全面

推翻多年的系统数据结果是很难的。
卫计委发言人还介绍说，国家统计局是用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出

2016年出生数。但从这样的生育水平结果怎么推算出 2016年出生数及 1.7的总和生育
率？除非先假定调查有 30%的出生漏报，再假定其中很大一部分漏报是一孩，否则就

不成立。
人口调查所反映的极低一孩总和生育率只是一个时期指标，其中包含了晚婚晚育

等时期进度效应，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一孩数。同
样，也不能简单地将极低的一孩生育水平理解为一孩出生人口的漏报。尽管时期生育率

指标因进度效应扭曲会偏离终身生育水平，但在反映时期出生数上仍具有统计真实性，

而不是什么虚假统计。这与以往计划生育倡导晚婚晚育便可以降低时期出生数和生育

水平是同一个道理。
所谓“人口数据失实”突出表现为政府公布的统计口径与政府调查数据结果之间的
差距巨大的问题。这是 20多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究竟谁应该回答和澄清这些问题，

谁应该对此负责？当然首先是有关政府部门对此问题负责，但他们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从未将实情真正查清楚，甚至也没有准备去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有关部门

总是将出生人口漏报归咎于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瞒报，那么，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人口

调查仍然还有这么大漏报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关部门还是在应用老一套的应付办法，完

全否定调查结果，再另搞一套推算估计或引用若干自己认可的统计数作为权威口径。这
样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统计差距问题。此外，有关部门对自己公布的估计数或统计数从

不公开对其基础数据的审核情况，也不开放给外部研究人员进行专业评估和深入分析。
在既不公开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求别人相信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或估计数，并

说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实际上，仅凭主管部门发布的这几个统计数，并
不足以推翻大量人口调查的数据结果，政府公布统计与政府调查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的老问题也没有解决，主管部门对未来生育水平做出的预期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种

种迹象表明，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并不会真的这么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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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本文对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该调查又一次刷新总和生

育率的最低纪录。这次 1%人口抽样调查的二孩和多孩总和生育率与以往统计相比略
有提高，因而其总和生育率比以往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远超二孩和

多孩总和生育率的升幅，并达到极低的水平。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全面的，在城镇
与农村、流动与非流动各类别普遍存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
的影响很大。
受上述研究结果的启示，本文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低生育水平进程的分析。结果发

现，20多年来，中国低生育水平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一孩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并且伴随着

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中未婚比例的显著提高。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自然导
致二孩总和生育率在总和生育率中的占比相对提高，并且孩次别总和生育率占比与出

生人口数量的孩次占比水平大致相当，变动趋势很一致。所以，近年二孩出生人口比重
的提高当中既有生育政策调整效应，也有一孩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此类占比所表达的
相对变化应该结合各孩次的具体出生人口数量或总和生育率才能真正了解。
本文认为，在应对中国生育水平过低方面，提高一孩生育水平更为重要。中国生育

水平过低并不只是由于生育政策较严，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调整生育政策就能解决

的。多年来，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口径与政府主持的大规模人口调查结果之间一直存在
差距，这是一个重大的隐患，应及时加以纠正，以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协

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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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Low Fertility Process in China: Enlightenment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 Guo Zhigang·2·
The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 refreshes the lowest record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Although fer-

tility rates of the second, third birth and over became slightly higher, the fertility rate of first birth has got a large reduction,

which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overall fertility rat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duction i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first

birth is comprehensive, which is prevalent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oth migrants and non- migrants, and which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never-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fact,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of first birth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share of never- married women had been the distinct feature in the low

fertility process in China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decline of the first birth also led to a relative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the second birth, so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births born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both the adjustment ef-

fect of fertility policy and the decline in the fertility level of first birth.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level of first birth, otherwise the policy adjustment can on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econd birth born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n the overall fertility level will be reduced thereafter. As a matter of fact, despi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the risk of too low fertility still persists. This must arouse the high vigilance of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Fertility Pattern of Chinese Women since 1995 Song Jian Tang Shimeng·15·
Using data from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and 1‰ sampling survey on population

changes, based on women's fertility pattern and index of children's fertility patter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fertility pattern of Chinese women between 1995 and 2015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urban- rural differ-

ence, the second childbearing and the situation of women aged 30- 39 years old. The results find that fertility pattern of Chi-

nese women shows that the most children were given birth by women aged at child- bearing age and a few by women aged at

a later stage. The first child is the main patter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is rising. Fertility pattern manifests the in-

crease of late childbearing over time as the decline of contribution of child- bearing age group, but the trend of late child-

bearing has eased recently. Meanwhile, the proportions of early childbearing, of very late childbearing and of three and more

children gradually rise. There have been hints that the age at childbearing is not only getting comparatively early but cover-

ing wider age rang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seen similarity with the overall fertility pattern with different fertility pattern

for the second child, and the changes in fertility pattern are also simila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Creation of Local Employment: Multiplier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Service Employment
Lai Desheng Gao Man·28·

This paper uses 2003- 2015 city level panel data to estimate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local

service employment. After using IV Estimation to reduce the endogenous bias, it finds that 1 point increas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creates 1.1 new jobs in local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short run and 0.57 new jobs in the long run. The high-

est multiplier effect is in the west region followed by one in the middle region, and the lowest is in east region. The driving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to producer services is higher than that to life services and public service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of

the multiplier effect for cities with different labou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The more flexible the labour market and the

greater the size of the labour market are, the greater the employment multiplier is. The rise of living costs will decrease re-

gional employment multiplier.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re are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We should implement manufactur-

ing power strategy, promote deep integrating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of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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